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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方式、气质对青少年攻击的影响： 
独特、差别与中介效应检验* 

李董平 1  张  卫 1  李丹黎 1  王艳辉 2  甄霜菊 1 
(1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2 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梅州 514015) 

摘  要  运用“多前因变量－多结果变量”框架, 探讨教养方式、气质对青少年直接和间接攻击有无独特效应

与差别效应, 以及规范信念(认为攻击他人是正确和可接受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660 名青少年(平均年龄

14.14 岁, 女生 364 人)报告了教养方式、气质特征、攻击信念和攻击行为的情况。多重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1)教养方式(权威、专制、纵容)对直接攻击独特效应不显著, 气质(意志控制、愤怒挫折、感觉寻求)对直接

攻击有独特效应; 教养方式(权威、专制、纵容)和气质(意志控制、感觉寻求)对间接攻击有独特效应。(2)教
养方式(权威、专制、纵容)与直接攻击的联系显著弱于其与间接攻击的联系, 而气质(愤怒挫折、感觉寻求)
与直接攻击的联系则显著强于其与间接攻击的联系。(3)两类规范信念与两类攻击具有不完全的特异性联系, 
而且直接规范在气质(意志控制、感觉寻求)与两类攻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间接规范在教养方式(权威)与间

接攻击、气质(愤怒挫折)与两类攻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因此, 教养方式和气质对不同形式攻击行为的影响

不同, 且这种影响可以部分地由规范信念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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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青少年攻击是全世界公认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对攻击的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进行研究是对其

进行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的基础。以往研究表明

(Casas et al., 2006; Farrington, 2009; Joireman, 
Anderson, & Strathman, 2003), 在众多环境与个体

因素中, 教养方式和气质对攻击具有重要影响：积

极教养和气质(如权威教养、意志控制)对攻击具有

抑制作用, 而消极教养和气质(如专制教养、纵容教

养、愤怒挫折、感觉寻求)对攻击则有促进作用。

但迄今为止, 研究者对教养方式和气质与不同形式

的攻击行为(直接攻击  vs. 间接攻击)之间存在怎

样的联系却知之甚少, 而这些信息对于完善青少年

攻击行为的相关理论以及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和

干预工作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1  教养方式、气质与两类攻击的联系 
1.1.1  直接攻击与间接攻击  根据攻击行为的表

现形式可以将其分为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两种亚

型。直接攻击(direct aggression)是通过踢、推等身

体伤害或威胁性言语等较为外显的方式伤害他人

身心健康, 主要有身体和言语攻击两种。间接攻击

(indirect aggression)是通过社交排斥、背后说他人

坏话、破坏他人人际关系等较为隐蔽和间接的方式

伤害他人 , 涵盖所有非直接的攻击形式 (Crick & 
Grotpeter, 1995; Hart, Nelson, Robinson, Olsen, & 
McNeilly-Choque, 1998)。两类攻击虽然具有一定程

度的协同发生性, 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例如, Card, 
Stucky, Sawalani 和 Little (2008)对 148 项研究进行

元分析发现, 两类攻击仅呈中度相关(平均相关系

数 为 0.76) 。 Vaillancourt, Brendgen, Boivin 和

Tremblay (2003)发现, 测量两类攻击的项目分别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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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在不同因子之上, 且两因子结构具有跨性别和年

龄的稳定性。此外, 直接攻击通常与较多外化问题、

不良同伴关系、较少亲社会行为有关, 而间接攻击

则与较多内化问题、较多亲社会行为有关(Card et 
al., 2008)。然而, 到目前为止, 鲜有研究探讨两类

攻击前因变量的差异性。如果两类攻击的病原学路

径不完全相同 , 那么两类攻击的本质就有所差异 , 
实践工作中追求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干预方

案可能不总是恰当。 
1.1.2  教 养 方 式 与 攻 击 的 联 系   教 养 方 式

(parenting styles)是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

的日常活动中传达给子女的态度以及由父母行为

所创造的情感氛围的集合体。美国著名女心理学家

Baumrind (1971)运用形态类型学方法, 将教养方式

分为权威型、专制型、纵容型三类。尽管后来有研

究者从其他角度进行探讨(Chao, 1994; Maccoby & 
Martin, 1983; Steinberg, Lamborn, Darling, Mounts, 
& Dornbusch, 1994), 但上述分类方式至今仍具重

要影响 , 且被运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董奇, 林崇德, 2011)。 
权威教养 (authoritative parenting)的父母掌控

子女, 同时也给予关注和温暖接纳。研究表明, 权

威 教 养 与 儿 童 的 直 接 (Casas et al., 2006; Chen, 
Dong, & Zhou, 1997)和间接(Kawabata, Alink, Tseng, 
van IJzendoorn, & Crick, 2011)攻击均存在负向联

系。专制教养(authoritarian parenting)的父母往往低

温暖支持、高严厉要求, 并常伴身体惩罚、言语责

骂 。 研 究 发 现 , 专 制 教 养 与 儿 童 的 直 接 (Chang, 
Schwartz, Dodge, & McBride-Chang, 2003; Chen et 
al., 1997; Sandstrom, 2007; Underwood, Beron, & 
Rosen, 2009)和间接(Kawabata et al., 2011)攻击均存

在正向联系。此外, 纵容教养(permissive parenting)
的父母对子女缺少管束, 过于放任子女言行。研究

发 现 , 母 亲 纵 容 与 儿 童 的 间 接 攻 击 正 相 关

(Kawabata et al., 2011), 而与直接攻击的联系不够

一致(Casas et al., 2006; Underwood et al., 2009)。因

此, 父母教养在青少年攻击行为社会化过程中具有

重要作用。但是, 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气质的作用。 
1.1.3  气质与攻击的联系   气质(temperament)是

个体在反应性和自我调节方面的个体差异, 这些差

异主要由基因等生理因素决定, 同时也受一定的社

会化和环境经验的影响(Rothbart & Putnam, 2002)。
目前 , 攻击性研究中涉及较多的气质维度主要有

三。具体来说, 意志控制(effortful control)是注意定

向或调节的重要方面, 是指抑制优势反应、激活次

优 势 反 应 及 探 测 错 误 的 能 力 (Rothbart & Rueda, 
2005)。高意志控制者能较好察觉他人的想法和感

受、理解攻击对他人造成的不利影响, 从而抑制攻

击 行 为 (Eisenberg, 2000; Xu, Farver, & Zhang, 
2009)。愤怒挫折(anger/frustration)属于防御性反应

维度, 反映儿童对任务受阻或目标破灭等消极经历

的 情 绪 体 验 (Rothbart, Ahadi, Hershey, & Fisher, 
2001)。研究表明, 愤怒挫折是直接(Eisenberg, 2000; 
Sullivan, Helms, Kliewer, & Goodman, 2010)和间接

(Musher-Eizenman et al., 2004)攻击的风险因素。感

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指寻求新奇、高刺激、

高挑战性经历的倾向, 为达成目的不惜承担风险的

意愿。高感觉寻求者对奖赏线索尤为敏感、对惩罚

线索则不敏感、更多朝向和探索新奇刺激、更多表

达正性情感(Zuckerman, 2007)。但是, 当奖赏或目

标受阻时, 高感觉寻求者也可能通过攻击来克服障

碍(Rothbart & Putnam, 2002)。研究表明, 高感觉寻

求 者 两 类 攻 击 都 较 多 (Herrenkohl et al., 2007; 
Joireman et al., 2003)。因此, 气质在攻击行为的发

展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1.4  教养方式、气质的独特效应与差别效应  尽

管教养方式和气质各自对攻击具有重要影响, 但已

有研究没有回答二者对两类攻击有无独特效应与

差别效应的问题。独特效应(unique effect)是指多个

预测变量同时作用于相同结果变量时各自的预测

作 用 是 否 不 同 于 零 , 所 谓 “ 多 对 一 ”; 差 别 效 应

(differential effect)是指单个预测变量对多个结果变

量的预测作用彼此是否有显著差异,所谓“一对多” 
(McMahon, Grant, Compas, Thurm, & Ey, 2003)。根

据该定义, 独特效应检验中多个前因变量可以不处

于同一层次或者不是某变量的多维度, 而差别效应

检验中多个结果变量则最好处于同一层次或者是

某变量的多维度。心理病理学领域“多前因变量－

多 结 果 变 量 ” (multiple antecedents and multiple 
outcomes)框架认为 , 只有同时考察多个前因变量

与多个结果变量的联系, 才能在前因变量之间以及

结果变量之间进行必要的统计控制, 从而揭示变量

之间有无特异性联系(Cullerton-Sen et al., 2008; Fanti 
& Henrich, 2010; Ormel et al., 2005; Sandstrom, 
2007)。尽管下文将该框架中的变量关系分解为“多对

一”和“一对多”两方面, 但这只是为了描述的方便。 
虽然教养方式和气质分别属于人际关系层面

和个体层面(内生)的因素, 但正如 Zhou 等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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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那样, “由于基因遗传(如亲代与子代共享相

同基因)、教养方式与气质的双向作用、基因型与

环境的相关等原因, 教养方式和气质往往倾向于协

同共变”。因此, 为了深入揭示教养方式和气质在攻

击中的作用, 就必须在控制对方的情况下考察各自

的独特效应。若教养方式独特效应显著而气质不显

著, 则说明在没有彼此控制情况下气质与攻击的联

系 可 能 被 教 养 方 式 混 淆 或 中 介 , 反 之 亦 然

(MacKinnon, 2008); 若气质和教养方式独特效应均

显著, 则说明它们与攻击的关系背后可能存在共同

和/或独特的作用机制(Zhou et al., 2008)。另外, 两

类攻击具有很大程度的协同发生性, 但也存在明显

的区别。因此, 为了清楚揭示两类攻击前因变量的

差异性 , 就必须在控制非焦点攻击(例如 , 当直接

攻击作为结果变量时, 间接攻击即为非焦点攻击)
的情况下, 考察特定预测变量与两类攻击之间关系

的 差 别 (Crick & Werner, 1998; Sandstrom, 2007; 
Sullivan et al., 2010)。例如, 若不加以控制, 教养方

式与直接攻击的关系可能因其与间接攻击的关系

而被混淆(Kawabata et al., 2011)。 
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两大效应提供了初

步线索。一方面, 行为不良的病因学理论和研究表

明, 青少年绝大多数侵犯行为是由心理不成熟和接

触不良影响共同造成, 但是更严重和更具暴力性质

的侵犯行为则多由持久的人格特征(如冷漠、气质

困 难 ) 和 神 经 心 理 缺 陷 造 成 (Gardner, Roth, & 
Brooks-Gunn, 2009; Moffitt, 1993)。由于直接攻击比

间接攻击更具暴力倾向, 在这种意义上, 本研究初

步预期, 气质对两类攻击可能均有独特效应, 但气

质与直接攻击联系可能较密切, 与间接攻击联系可

能相对微弱。另一方面 , 根据“特异性匹配原理” 
(specificity matching principle), 特定性质前因变量

和与之具有匹配性质的结果变量联系较紧密, 而与

不 匹 配 性 质 结 果 变 量 联 系 则 较 微 弱 (Swann, 
Chang-Schneider, & Larsen McClarty, 2007)。本研究

两种前因变量中, 教养方式属于社会化经历, 气质

则具有明显的生物性; 两种结果变量中, 间接攻击

主要表现为对人际关系的操控, 较之直接攻击更具

社会性色彩。在这种意义上, 教养方式对直接攻击

的独特效应可能较微弱, 对间接攻击则有独特效应; 
且教养方式与间接攻击联系可能较密切, 与直接攻

击联系可能相对微弱。Ostrov 和 Bishop (2008)对学

前儿童的研究为此提供了间接支持, 他们发现, 亲

子冲突(与教养方式有关的亲子关系)可显著预测儿

童在同伴背景下的间接攻击, 而对直接攻击的预测

作用不显著。他们分析认为, 这可能是由于亲子互

动性质与人际关系主题更接近, 而与直接攻击不太

相符。 
1.2  规范信念的中介作用 

除了考察教养方式和气质与两类攻击的直接

联系, 本研究也试图探讨攻击规范信念是否在此联

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从而回答二者作用于攻击行为

的具体过程和机制问题。 
攻 击 规 范 信 念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是“个体关于攻击行为可接受与否或正

确与否的认知, 这种信念能引导个体从认知系统中

提取相应的行为脚本 , 进而影响其后续的行为反

应” (Huesmann & Guerra, 1997)。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和实证研究均表明, 规范信念在攻击行为的产生中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陈 英 和 , 崔 艳 丽 , 耿 柳 娜 , 2004; 
Crick & Dodge, 1994; Zhen, Xie, Zhang, Wang, & Li, 
2011)。然而, 以往研究要么对不同形式的信念和行

为(直接和间接)均不作区分, 要么仅区分信念但不

区分行为, 或者仅区分行为但不区分信念, 因而无

法揭示不同形式的规范信念与攻击行为有无特异

性联系。目前仅有三项研究同时考察了两类信念与

两类攻击的关系(Goldstein & Tisak, 2010; Musher- 
Eizenman et al., 2004; Werner & Nixon, 2005), 结果

发现, 对直接攻击持赞许信念者直接攻击较多, 对

间接攻击持赞许信念者间接攻击较多, 即具有“完全

特 异 性 ” 的 联 系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Musher- 
Eizenman 等人未对非焦点信念和攻击进行统计控

制; Werner 和 Nixon 虽进行了统计控制, 但样本容

量偏小(研究 1)、分量表信度较低、结构效度较差(研
究 2); Goldstein 和 Tisak 未对非焦点信念和攻击进

行控制且测量工具信度偏低(p. 478)。这些局限均可

能降低统计功效, 使得原本显著的路径未被识别出

来(如“直接规范→间接攻击”或“间接规范→直接攻

击”)。因此, 对上述结论仍有待更多研究加以检验。 
另外, 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 父母教养方式可

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女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内化

(Grusec & Kuczynski, 1997), 这种内化后的认知图

式进而引导个体日后的行为反应。同样, 作为相对

稳定的个体差异变量, 气质也会影响个体的认知图

式及其他知识结构 , 进而决定其是否采取攻击行

为。比如, 高意志控制者可能拥有较好的规则内化



214 心    理    学    报 44 卷 

 

能 力 (Kochanska, Murray, Jacques, Koenig, & 
Vandegeest, 1996), 从而较不认可攻击。高愤怒挫折

者倾向于将模糊情境理解为敌意性挑衅, 也可能因

强烈的情绪体验使其意识狭窄化而难于生成非攻

击的冲突解决策略(Lemerise & Arsenio, 2000), 从

而产生攻击“合情合理”的信念。高感觉寻求者不易

认识到攻击的后果(Joireman et al., 2003), 从而产

生认可攻击的信念。 
一般攻击模型认为, 个体的认知状态是环境因

素(如教养方式)和个体因素(如气质)与攻击行为之

间的中介变量(Anderson & Bushman, 2002)。根据该

理论和上述研究可知, 教养方式和气质与两类信念

可能存在密切联系, 同时两类信念与两类攻击也存

在密切联系。因此, 规范信念可能是联系教养方式

和气质与两类攻击的重要中介。考虑到教养方式和

气质对攻击可能具有独特效应与差别效应, 本研究

也将探索性地分析这些效应是否体现在两类规范

信念上。 
1.3  目前的研究 

综合而言,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①考察教

养方式和气质对青少年攻击的独特效应(多对一)。
②考察两类攻击前因变量的差异性(一对多)。③检

验攻击行为规范信念在教养方式和气质与两类攻

击之间的中介效应。这三大问题紧密联系, 不可分

割：前两个问题旨在准确描绘教养方式和气质与两

类攻击的直接联系, 这是中介效应探索的基础; 第

三个问题则关注教养方式和气质起作用的具体过

程, 这是对直接联系的深化。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 选取某地区四所初级中学

(城市和乡镇各两所且均为普通中学)的学生作为调

查对象。选取此年龄段被试主要是因为该阶段是两

类 攻 击 发 生 率 相 对 较 高 的 时 期 (Karriker-Jaffe, 
Foshee, Ennett, & Suchindran, 2008; Williams & 
Guerra, 2007)。经学校领导和青少年本人知情同意, 
共有 660 名青少年参加本研究。其中, 男生 296 人, 
女生 364 人, 平均年龄为 14.14 岁(SD = 0.86)。所选

家庭父亲和母亲没有固定工作者分别为 16.8%和

41.2%。父母受教育水平在“未受过正规教育或小

学”水平者分别为 15.8%和 34.8%, “初中”水平者分

别为 55.0%和 50.8%, “高中/职高”水平者分别为

22.4%和 11.7%, “大学专科/本科及以上”水平者分

别为 6.8%和 2.7%。这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 年)相应群体受教育水平的

全国平均状况以及本调查所在地区的平均状况均

非常接近。 
2.2  工具 
2.2.1  教养方式与维度问卷   采 用 Robinson, 
Mandleco, Olsen 和 Hart (2001)编制的教养方式与

维度问卷(青少年版)测量母亲教养方式。该问卷包

含 32 个项目, 可测量与 Baumrind (1971)教养方式

形态类型学理论相对应的三类教养方式及每种类

型内部具有教养方式特点的维度。其中, 权威教养

15 题, 包括温暖支持、循循善诱、民主参与等方面, 
如“她向我讲道理说明为什么要遵守规则”; 专制教

养 12 题, 包括体罚、言语敌意、蛮横无理等方面, 如

“当她认为我行为不当时, 会对我大嚷大叫”; 纵容

教养 5 题, 包括放纵过失行为或不真正坚持规则等

方面, 如“当我打扰别人时, 她不管教我”。教养方

式通常为类别变量, 但该问卷三种教养方式均为连

续变量, 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许多父母采取的是混

合型教养方式, 兼有上述三种教养方式的特点, 将

单一教养类型细化为多个教养方式因子对现实中

家庭教育更有指导意义。采用五点计分, 从“从不”
到“总是”分别计 1~5 分, 分数越高表示母亲越经常

使用相应的教养方式。文献回顾表明, 该问卷分数

具有优良的心理测量学特性(Locke & Prinz, 2002), 
且在中国被试群体使用(Robinson et al., 2001; Zhou 
et al., 2008)。本研究按照标准的翻译和回译程序对

英文原版问卷进行翻译, 力求语言学、文化背景、

测量目的在翻译前后的等价性, 经两名发展心理学

教授和三名博士生修改定稿。正式研究前, 对问卷

进行小范围预备研究, 没有被试反映项目在理解上

有困难。在征求学校心理健康专职教师和青少年意

见基础上, 删除了含义有重复的 3 个项目以确保问

卷简洁。对正式数据(N = 6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三因子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 χ2 = 1169.69, 
df = 374, p < 0.001, RMSEA = 0.059, NNFI = 0.96, 
CFI = 0.96, SRMR = 0.056。作为效标效度的初步证

据, 对 58 名中学生(平均年龄 13.18 岁, 男生占 56%)
施测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岳冬梅 , 李鸣杲 , 金

魁和, 丁宝坤, 1993)。结果表明, 权威教养与温暖

理解呈显著正相关(r = 0.70, p < 0.001), 与拒绝否

认(r = –0.28, p < 0.05)、惩罚严厉(r = –0.25, p =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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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负相关, 与干涉保护(r = 0.04, p > 0.05)相关不显

著; 专制教养与温暖理解呈显著负相关(r = –0.40, 
p < 0.01), 与干涉保护(r = 0.46, p < 0.001)、拒绝否

认(r = 0.79, p < 0.001)、惩罚严厉(r = 0.78, p < 0.001)
呈显著正相关; 纵容教养与温暖理解(r = –0.14, p > 
0.05)、干涉保护(r = –0.21, p > 0.05)、拒绝否认(r = 
–0.01, p > 0.05)、惩罚严厉(r = 0.03, p > 0.05)相关均

不显著。尽管两大工具的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 
但上述相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效标效度的

证据。正式研究中, 三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

分别为 0.90, 0.84 和 0.71。 
2.2.2  青少年气质问卷  意志控制。采用 Ellis 和

Rothbart (2001)编制的青少年早期气质问卷修订版

简本中的意志控制分问卷。经过标准的翻译和回译

程序得到中文版, 并根据中国文化背景对个别项目

进 行 了 细 微 修 订 (Li, Zhang, Li, Zhen, & Wang, 
2010)。包含 16 个项目, 从控制激活、注意和抑制

控制三个方面测量意志控制。例如：“有时我明知

道不该做某事, 但还是控制不了自己去做”。要求青

少年报告每个项目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采

用六点计分,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6 分, 分数越高表示意志控制能力越强。本研究

中, 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6。 
感觉寻求。采用 Li 等人(2010)翻译和回译并根

据中国文化背景进行细微修订后的感觉寻求量表。

包含 6 个项目, 例如：“我喜欢新奇和兴奋的体验, 
哪怕这些体验有点恐怖”。要求青少年报告每个项

目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采用六点计分, 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6 分, 分数越

高 表 示 感 觉 寻 求 倾 向 越 强 。 本 研 究 中 ,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9。 
愤怒挫折。采用青少年早期气质问卷修订版

简本的愤怒挫折分问卷 (Ellis & Rothbart, 2001), 
测量个体在愤怒挫折气质维度上的得分。包含 7
个项目 , 例如：“当我必须中断我喜欢做的事 , 我

会感到生气”。由青少年报告每种行为与自身实际

情况的符合程度。采用六点计分, 从“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6 分, 分数越高表示愤怒

挫折倾向越强。本研究中, 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64。 
2.2.3  青少年攻击信念量表  该量表由本研究研

制而成。由于本研究感兴趣不同形式攻击信念和行

为的关系, 因此量表编制的概念基础也就是研究者

对不同攻击形式的划分。由 6 个项目组成, 其中直

接攻击规范信念和间接攻击规范信念(以下分别简

称“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各 3 个项目。分别在 3
种攻击情境下 , 附上有关可否实施攻击行为的问

题。例如, 测量直接和间接规范的样题分别为“如果

某人惹你生气 , 你就打他/她 , 你觉得可以那样做

吗？”、“如果某人惹你生气, 你就在背后说他/她坏

话, 你觉得可以那样做吗？”。项目经本领域专家和

博士生评定并在小范围预测后修改完成。采用七点

计分, 从“完全不可以”到“完全可以”分别计 1 ~ 7
分, 分数越高表示越认可相应攻击的合理性。对数

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根据特征根和碎石图抽取

两个因子, 分别对应直接和间接规范, 两个因子累

积方差贡献率为 68.75%, 各项目载荷介于 0.67~ 
0.88 之间, 表明该量表分数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本研究中, 两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2 和 0.70。 
2.2.4  青少年攻击行为量表   该 量 表 是 在 参 考

Crick 和 Werner (1998)、Werner 和 Nixon (2005)研
究基础上研制而成。项目经本领域专家和博士生评

定并在小范围预测后修改完成。包含 9 个项目, 直

接攻击 5 题, 间接攻击 4 题。测量直接和间接攻击

的样题分别为“有人把我惹火了, 我会打、踢或推他

/她”、“有人惹我生气的时候, 我让别人也不和他/
她玩”。要求青少年报告每个项目与自己实际情况

的符合程度。采用六点计分,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分别计 1~6 分, 分数越高表示越倾向使用

相应的攻击行为。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根

据特征根和碎石图抽取两个因子, 分别对应直接和

间接攻击, 两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5.89%, 各

项目载荷介于 0.55~0.81 之间, 表明该量表分数具

有 较 好 的 结 构 效 度 。 本 研 究 中 , 两 个 分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9 和 0.73。 
2.3  研究程序 

主试为经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在征得

学校领导和青少年本人知情同意后, 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团体施测。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 然后按

要求填答问卷。在指导语中向被试说明问卷不记名, 
并强调研究结果将严格保密且仅供科学研究使用, 
要求被试独立、真实地填写问卷。被试完成全部问

卷约需 20 分钟。 
2.4  分析思路 

首先,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 分

别 采 用 多 重 回 归 (multiple regression)和 多 元 回 归

(multivariate regression)考察教养方式和气质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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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攻击信念和行为的独特效应与差别效应*。第三, 
采用 Sobel 检验考察规范信念的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描述性分析 

表 1 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

相关矩阵。从攻击行为的基本特征来看, 不同性别

青少年的直接攻击存在显著差异 , 男生显著多于

女生;相比之下 , 不同性别青少年在间接攻击上的

差异并不显著。这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调

查数据(董奇, 林崇德, 2011)相符。另外, 权威教养

与直接攻击呈显著负相关 , 专制和纵容教养均与

两类攻击呈显著正相关。意志控制与两类攻击均

呈显著负相关 , 感觉寻求和愤怒挫折均与直接攻

击呈显著正相关。直接和间接规范信念均与对应

的攻击呈显著正相关。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呈中

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 

3.2  回归分析 
3.2.1  攻击行为的回归分析  (a)独特效应。采用多

重回归考察教养方式和气质能否独特预测攻击行

为(多对一)*。表 2 列出了直接攻击的分析结果。第

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性别和间

接攻击均能正向预测直接攻击。第二步将教养方式

和气质各维度纳入方程, 结果表明意志控制能负向

预测直接攻击, 愤怒挫折和感觉寻求均能正向预测

直接攻击, 而三种教养方式对直接攻击的预测作用

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表明气质对直接攻击具有

独特效应, 而教养方式无独特效应。第三步将直接

和间接规范纳入方程, 结果表明直接规范能正向预

测直接攻击, 而间接规范能负向预测直接攻击。 
表 3 列出了间接攻击的分析结果。第一步将控

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只有直接攻击能正

向预测间接攻击。第二步将教养方式和气质各维度

纳入方程, 表明权威(边缘显著)、专制和纵容教养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性别 a —           

2. 权威教养 –0.00 —          

3. 专制教养 0.12** –0.47*** —         

4. 纵容教养 0.12** –0.35*** 0.35*** —        

5. 意志控制 –0.11** 0.31*** –0.27*** 0.28*** —       

6. 愤怒挫折 –0.06 –0.12** 0.26*** 0.19*** –0.31*** —      

7. 感觉寻求 –0.07 –0.18*** 0.22*** 0.32*** –0.23*** 0.32*** —     

8. 直接规范 0.29*** –0.12** 0.19*** 0.21*** –0.26*** 0.14*** 0.31*** —    

9. 间接规范 –0.14*** –0.15*** 0.12** 0.10** –0.11** 0.23*** 0.03 0.50*** —   

10. 直接攻击 0.21*** –0.17*** 0.19*** 0.16*** –0.29*** 0.32*** 0.33*** 0.45*** 0.12** —  

11. 间接攻击 –0.04 –0.06 0.17*** 0.14*** –0.21*** 0.05 –0.03 0.08 0.39*** 0.57*** — 

M — 4.32 2.45 1.71 4.09 3.90 2.95 2.03 2.42 2.79 2.10

SD — 1.00 0.98 0.82 0.69 0.89 1.05 1.29 1.28 1.09 0.98

注：a 性别为虚拟变量, 女生=0, 男生=1。经虚拟编码后,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与 t 检验效果等价。* p < 0.05, ** p < 0.01, ***p < 0.001。 

                       

* 结构方程模型(SEM)具有能同时分析所有变量的关系、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等优势, 也适合检验多对多模型。但是, 

SEM 每个潜变量最好含三个及以上测量指标, 本研究攻击信念和行为均是含多个项目的单维量表, 此时若将多个项目分成不同部

分来构造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并不比传统回归分析好, 因为每个部分信度都低于计算单维量表总分, 且潜变量概括性不比原量表高。

另外, SEM 一般比回归分析需要更大的样本容量, 本研究虽总样本容量相对较大但按性别分组后(见 3.2.3 补充分析)各组都略少, 使

用 SEM 跨组比较来检验性别的调节效应相对不那么适合。第三, 本研究问卷信效度均达到可接受水平, 且层次回归有其独特优势。

因此 , 本研究倾向于选择回归分析来检验相关假设 , 回归分析在同类研究中也被广泛使用。这种数据分析思路的选择也符合

Ledgerwood 和 Shrout (2011)的观点, 即到底选择回归分析还是 SEM 来检验中介模型其实是一个权衡的过程。 

                       

* 本研究尝试构造了教养方式与气质维度的交互项, 但所有交互效应均不显著。另外, 本研究也尝试对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父

母就业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等人口学变量进行控制, 但控制前后结果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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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直接攻击的多重回归分析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变量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控制变量 性别 a 0.38 0.07 0.17*** 0.38 0.06 0.17*** 0.25 0.06 0.11*** 

 间接攻击 0.62 0.04 0.56*** 0.43 0.04 0.39*** 0.41 0.04 0.37***

教养方式 权威教养    –0.06 0.04 –0.06 –0.05 0.03 –0.05 

 专制教养    0.04 0.04 0.04 0.03 0.04 0.03 

 纵容教养    –0.02 0.04 –0.01 –0.03 0.04 –0.03 

气质特征 意志控制    –0.23 0.05 –0.15*** –0.17 0.05 –0.11***

 愤怒挫折    0.24 0.04 0.20*** 0.22 0.04 0.18***

 感觉寻求    0.18 0.03 0.17*** 0.12 0.03 0.11*** 

规范信念 直接规范       0.24 0.03 0.29***

 间接规范       –0.06 0.03 –0.08* 

 ΔR2  0.36***   0.14***   0.05***  

注：a 性别为虚拟变量, 女生=0, 男生=1。* p < 0.05, * * p < 0.01, * * * p < 0.001。 
 

表 3  间接攻击的多重回归分析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变量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控制变量 性别 a –0.07 0.07 –0.03 –0.10 0.06 –0.05 –0.04 0.06 –0.02 

 直接攻击 0.53 0.03 0.58*** 0.43 0.04 0.47*** 0.38 0.04 0.42*** 

教养方式 权威教养    0.07 0.04 0.07† 0.10 0.03 0.10** 

 专制教养    0.14 0.04 0.14*** 0.13 0.04 0.13*** 

 纵容教养    0.11 0.04 0.09** 0.09 0.04 0.07* 

气质特征 意志控制    –0.26 0.05 –0.18*** –0.25 0.05 –0.17*** 

 愤怒挫折    –0.00 0.04 –0.00 –0.07 0.04 –0.07* 

 感觉寻求    –0.06 0.03 –0.07* –0.05 0.03 –0.05† 

规范信念 直接规范       –0.07 0.03 –0.10* 

 间接规范       0.28 0.03 0.36*** 

 ΔR2  0.33***   0.06***   0.09***  

注：a 性别为虚拟变量, 女生=0, 男生=1。† p < 0.10, * p < 0.05, * * p < 0.01, * * * p < 0.001。 
 
均能正向预测间接攻击, 而意志控制和感觉寻求能

负向预测间接攻击。第三步将直接和间接规范纳入

方程 , 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教养方式和气质作用后 , 
直接规范仍能负向预测间接攻击, 间接规范则能正

向预测间接攻击。 
(b)差别效应。采用多元回归考察特定前因变量

对两类攻击的预测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一对多)。该

分析专门针对多个结果变量对相同前因变量进行

回归的情形, 可在一个回归模型中同时检验所有结

果变量对前因变量的回归效应总体上是否不同于

零, 以及每个结果变量对前因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

不同于零。更重要的是, 当多个结果变量在概念上

存在联系且被用来代表相同理论结构或更大的共

同类别时, 该检验具有高的统计功效, 并可通过 F

统计量确定各个结果变量对同一前因变量的回归

系数彼此有无显著差异(Khattree & Naik, 1999)。本

研究通过在 SAS 中调用 PROC REG 过程的 MTEST
选项进行该步检验 (Khattree & Naik, 1999; SAS 
Institute Inc., 2008)。结果表明, 权威教养、专制教

养、纵容教养、间接规范与直接攻击的联系均显著

弱于其与间接攻击的联系, 分别 F(1, 650) = 7.62, p < 
0.01; F(1, 650) = 4.08, p < 0.05; F(1, 650) = 3.47, p = 
0.06; F(1, 650) = 65.74, p < 0.001。愤怒挫折、感觉

寻求、直接规范与直接攻击的联系均显著强于其与

间接攻击的联系, 分别 F(1, 650) = 20.79, p < 0.001; 
F(1, 650) = 9.94, p < 0.01; F(1, 650) = 39.41, p < 
0.001。意志控制与两类攻击的联系无显著差异, F(1, 
650) = 2.18,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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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攻击信念的回归分析  (a)独特效应。采用多

重回归考察教养方式和气质能否独特预测某种攻

击信念(多对一)。表 4 列出了直接规范的分析结果。

第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性别和

间接规范均能正向预测直接规范。第二步将教养方

式和气质各维度纳入方程, 表明意志控制和感觉寻

求分别能负向和正向预测直接规范, 而教养方式和

愤怒挫折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表 5 列出了间接规范的分析结果。第一步将控

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性别和直接规范均

能正向预测间接规范。第二步将教养方式和气质各

维度纳入方程, 表明权威教养和愤怒挫折分别能负

向和正向预测间接规范, 而其他教养方式和气质维

度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b)差别效应。采用多元回归考察特定前因变量

对两类信念的预测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一对多)。结

果表明, 意志控制、感觉寻求与直接规范的联系显

著强于其与间接规范的联系, 分别 F(1, 652) = 2.90, 
p = 0.09; F(1, 652) = 18.55, p < 0.001。愤怒挫折与

直接规范的联系显著弱于其与间接规范的联系, 分

别 F(1, 652) = 8.08, p < 0.01。教养方式各维度与两

类规范信念联系无显著差异。 
(c)规范信念的中介效应。对表 2、表 3、表 4

结果进行 Sobel 检验可知*：①直接规范是意志控制

与直接攻击之间的部分中介(Z = –3.66, p < 0.01), 
意志控制对直接攻击同时具有直接(β = –0.11, p < 
0.001)和间接(β = –0.04, p < 0.01)的抑制效应。②直

接规范是意志控制与间接攻击之间的部分中介(Z = 
 

表 4  直接规范的多重回归分析 

第一步 第二步 
变量 

b SE β b SE β 

控制变量 性别 a 0.55 0.10 0.25*** 0.55 0.08 0.21*** 

 间接规范 0.49 0.03 0.49*** 0.38 0.03 0.38*** 

教养方式 权威教养    –0.01 0.05 –0.00 

 专制教养    0.07 0.05 0.06 

 纵容教养    0.08 0.06 0.05 

气质特征 意志控制    –0.26 0.07 –0.14*** 

 愤怒挫折    0.04 0.05 0.03 

 感觉寻求    0.26 0.04 0.21*** 

 ΔR2  0.30***   0.10***  

注：a 性别为虚拟变量, 女生＝0, 男生＝1。* p < 0.05, * * p < 0.01, * * * p < 0.001。 

 
表 5  间接规范的多重回归分析 

第一步 第二步 
变量 

b SE β b SE β 

控制变量 性别 a –0.33 0.09 –0.13*** –0.27 0.09 –0.10** 

 直接规范 0.52 0.04 0.52*** 0.43 0.04 0.43*** 

教养方式 权威教养    –0.12 0.05 –0.09* 

 专制教养    0.04 0.05 0.03 

 纵容教养    0.07 0.06 0.05 

气质特征 意志控制    –0.06 0.07 –0.03 

 愤怒挫折    0.27 0.05 0.19*** 

 感觉寻求    –0.06 0.05 –0.05 

 ΔR2  0.26***   0.05***  

注：a 性别为虚拟变量, 女生＝0, 男生＝1。* p < 0.05, * * p < 0.01, * * * p < 0.001。 

                       

* 当自变量(如意志控制)对中介变量(如直接规范)的预测作用显著、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如直接攻击)的预测作用也显著时, 采用

Sobel 检验可以确认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具体可参见 MacKinnon (2008)的讨论。另外, 若不同回归方程纳入的控制变量有所不同, 则

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和可能不总是等于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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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p < 0.05), 意志控制的直接(β = –0.17, p < 
0.001)与间接(β = 0.01, p < 0.05)效应方向相反, 属

于“不一致中介效应” (MacKinnon, 2008), 但总体

而言 , 意志控制对间接攻击仍具有抑制效应(β = 
–0.18, p < 0.001)。③直接规范是感觉寻求与直接攻

击之间的部分中介(Z = 4.93, p < 0.01), 感觉寻求对

直接攻击同时具有直接(β = 0.11, p < 0.001)和间接

(β = 0.06, p < 0.01)的促进效应。④直接规范是感觉

寻求与间接攻击之间的完全中介(Z = –2.33, p < 
0.05), 感觉寻求对间接攻击具有间接抑制效应(β = 
–0.02, p < 0.05)。 

类似地, 对表 2、表 3、表 5 结果进行 Sobel 检

验可知：①间接规范是愤怒挫折与直接攻击之间的

部分中介(Z = –1.97, p < 0.05), 愤怒挫折的直接(β = 

0.18, p < 0.001)与间接(β = –0.02, p < 0.05)效应方向

相反, 但总体而言, 愤怒挫折对直接攻击仍具促进

效应(β = 0.20, p < 0.001)。②间接规范是愤怒挫折

与间接攻击之间的部分中介(Z = 4.56, p < 0.01), 愤

怒挫折的直接(β = –0.07, p < 0.001)与间接(β = 0.07, 
p < 0.01)效应方向相反, 总体而言愤怒挫折对间接

攻击效应不显著(β = –0.00, p > 0.05)。③间接规范

是权威教养与间接攻击之间的部分中介(Z = –2.26, 
p < 0.05), 权威教养对间接攻击的直接(β = 0.10, p < 
0.01)和间接(β = –0.03, p < 0.05)效应方向相反, 但

总体而言, 权威教养对间接攻击仍有边缘显著的促

进效应(β = 0.07, p < 0.10)。④间接规范在权威教养

与直接攻击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Z = 1.59, p > 
0.05)。上述中介效应路径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规范信念中介效应的路径模型 

注：单向直线箭头表示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之间的联系, 双向弧线箭头表示变量间的统计控制。尽管图中将教

养方式和气质维度并列放置, 但这并不排除二者可能有中介关系(参见讨论 4.1 部分)。 
 

3.2.3  补充分析   元分析表明 , 直接和间接攻击

分 别 存 在 显 著 和 微 弱 的 性 别 差 异 (Card et al., 
2008)。尽管变量均值的性别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

变量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还是对模型中各

条路径进行了性别差异检验。结果表明, “感觉寻求×
性别→直接规范”的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斜率检验

表明, 感觉寻求与直接规范的正向联系仅在男生组

显著(b = 0.36, t = 7.93, p < 0.001), 在女生组不显著

(b = 0.06, t = 1.46, p > 0.05)。另外, “意志控制×性别

→间接规范”的交互作用也显著。简单斜率检验表

明, 意志控制与间接规范的负向联系仅在女生组显

著(b = –0.11, t = –2.29, p < 0.05), 在男生组不显著

(b = 0.06, t = 1.18, p > 0.05)。考虑到仅有两条路径

性别差异显著, 本研究认为, 不同性别青少年在本

研究中更多表现为相似性而非差异性, 下文不再对

该问题做更多讨论。 

4  讨论 
4.1  教养方式、气质的独特效应与差别效应 

在“多前因变量－多结果变量”框架指导下,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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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为教养方式和气质对两类攻击有无独特效应

与差别效应提供了有意义的答案。在独特效应方面, 
多重回归分析表明, 教养方式(权威、专制、纵容)
和气质(意志控制、感觉寻求)对间接攻击均有独特

效应, 均能独立解释间接攻击的变异, 即二者的效

应具有累加性质。相比之下, 气质(意志控制、愤怒

挫折、感觉寻求)对直接攻击独特效应显著, 而教养

方式(权威、专制、纵容)对直接攻击独特效应不显

著, 即教养方式在气质作用之外未解释直接攻击的

额外变异。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1)独特效应研

究普遍面临的挑战之一在于, 特定前因变量与特定

结果变量的关系(如教养方式与直接攻击的关系)不
显著会否仅仅因为统计功效不足 (如样本容量过

小、测量工具信度偏低)而未能识别出来？本研究

采用了相对较大的样本容量, 而且测量工具信效度

均达到可接受水平 , 更重要的是 , 在相关分析中

(见表 1), 教养方式各维度与直接攻击存在显著联

系且方向与以往研究相符, 只不过在控制了气质作

用后, 教养方式各维度与直接攻击的独特联系不再

显著。因此统计功效偏低的解释不大适合。(2)教养

方式对直接攻击的效应被气质完全中介, 所以在控

制了气质的情况下, 教养方式对直接攻击的(残余)
效应不再显著。这种解释承认了教养方式对直接攻

击的作用, 只不过这种效应是一种间接效应。该解

释得到部分研究的支持。例如, Eisenberg 等人(2005)
发现, 父母温暖教养通过意志控制的中介作用对青

少年外化问题产生间接影响。(3)教养方式对直接攻

击的效应被气质所混淆, 即教养方式并不真正影响

直接攻击。本研究尚无法区分教养方式对直接攻击

的效应究竟是被混淆还是被中介, 这有待今后研究

深入探讨。但不管怎样, 这些发现基本支持“具暴力

性质的行为不良更多与气质有关”和“教养方式与

间接攻击性质更接近”的观点。 
在差别效应方面,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教养方

式(权威、专制、纵容)与间接攻击的联系显著强于

其与直接攻击的联系, 相反, 气质(愤怒挫折、感觉

寻求)与直接攻击的联系显著强于其与间接攻击的

联系。该结果基本支持了“特异性匹配原理” (Swann 
et al., 2007)和“具暴力性质的行为不良更多与气质

有关”的观点(Gardner et al., 2009; Moffitt, 1993)。这

些发现说明, 直接和间接攻击虽然具有相当程度的

协同发生性, 但二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尤其是二

者的病原学路径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本研究为

两类攻击的区分提供了新的证据。 

因此, 从理论贡献来看, 两类效应总体上说明

教养方式和气质均会影响青少年攻击, 但二者对不

同形式攻击行为的影响却有所差别：前者与间接攻

击联系紧密, 后者与直接攻击联系则更密切(尽管

其与间接攻击联系也显著)。换句话说, 前因变量与

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具有“相对专门化”的特

点, 不是所有前因变量都同等程度地影响某一发展

结果, 也不是某一前因变量对所有发展结果都有相

同的影响。这些发现提示我们, 有针对性地识别和

干预不同性质攻击行为的前因变量应该成为今后

实践工作的着眼点。 
教养方式和气质与两类攻击的具体关系模式

也十分有趣。首先, 积极(权威)和消极(专制、纵容)
教养对间接攻击均有正向预测作用。但是, 相同的

正向联系背后可能蕴含不同的心理机制。从攻击的

性质来看 , 间接攻击比直接攻击的暴力程度更低 , 
这可能使那些移情能力强、担心对方伤得太重的青

少年更多选择间接攻击; 同时, 间接攻击比直接攻

击更依赖其他同伴的参与和支持(如帮着排斥某人), 
这可能使那些社会能力强、能发动同伴参与的青少

年更多选择间接攻击(实际上, 间接攻击者亲社会

行为更多; Card et al., 2008)。在受到他人挑衅时, 
接受权威教养的青少年可能因其移情或社会技能

较强(Zhou et al., 2002), 从而选择相对不那么暴力

的间接攻击且在实施过程中更易赢得其他同伴的

协助; 相比之下, 接受专制和纵容教养的青少年可

能更多因为间接攻击能够报复对方且不易被发现

而使用该种形式, 而较少源于其移情或社会能力较

强。其次, 意志控制对直接和间接攻击均有负向预

测作用, 表明意志控制作为积极气质特征, 是两类

攻击的抑制因素。愤怒挫折对两类攻击均具有正向

预测作用, 表明愤怒挫折作为消极气质特征, 是两

类攻击的促发因素。有趣的是, 感觉寻求正向预测

直接攻击, 但负向预测间接攻击。在受到他人挑衅

时, 直接攻击比间接攻击更具暴力性, 能在短期内

达到报复他人的目的, 这可能满足了高感觉寻求者

对奖赏线索的追求。该发现似乎说明感觉寻求这种

气 质 特 征 在 攻 击 产 生 中 既 有 收 益 又 有 代 价

(Rothbart & Putnam, 2002), 这种收益体现在减少

了某种攻击形式(间接攻击)的使用, 这种代价体现

在增加了其他攻击形式(直接攻击)的使用。但是 , 
总体而言 , 感觉寻求仍是风险因素 , 因为它增加

了直接攻击这种具有严重后果的行为。需要指出

的是 , 气质是没有社会评价意义的 , 即无好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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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里只是出于描述的方便而使用积极和消极

特征的说法。 
此外, 教养方式和气质对两类规范信念是否具

有独特效应和差别效应？本研究发现, 在独特效应

方面, 教养方式对直接规范独特效应不显著, 而气

质(意志控制、感觉寻求)对直接规范则有独特效应; 
教养方式(权威)和气质(愤怒挫折)对间接规范均有

独特效应。在差别效应方面, 意志控制、感觉寻求

等气质维度与直接规范的联系显著强于其与间接

攻击的联系, 尽管愤怒挫折与间接规范的联系显著

强于其与直接规范的联系。因此, 这些发现总体上

表明, 教养方式和气质对两类规范信念的效应模式

与它们对两类攻击的效应模式基本一致。总之, “多

前因变量－多结果变量”框架在描述本研究所选变

量的复杂关系模式方面独具优势, 该框架也适合在

独特效应与差别效应的其他问题情境中加以运用。 
4.2  规范信念的中介作用 

作为青少年社会认知的重要成分, 规范信念与

攻击行为存在密切联系。在本研究中, 对直接攻击

持赞许信念者较多使用直接攻击, 对间接攻击持赞

许信念者较多使用间接攻击。这种特定规范信念促

进特定攻击行为的对应关系(即“完全的特异性”)与
前人研究结果 (Goldstein & Tisak, 2010; Musher- 
Eizenman et al., 2004; Werner & Nixon, 2005)相一

致且容易理解。但出乎意料同时也更有趣的是, 本

研究发现对直接攻击持赞许信念者较少使用间接

攻击 , 对间接攻击持赞许信念者较少使用直接攻

击。这种特定规范信念抑制非对应攻击行为的交叉

关系可能体现了不同的心理机制。具体来说, 直接

规范与间接攻击的负向联系可能反映了个体在体

验挫折愤怒时倾向于选择最为“解恨”的攻击形式

(直接攻击), 而较少选择不那么“解恨”的攻击形式

(间接攻击); 间接规范与直接攻击的负向联系可能

反映了个体倾向于选择较为隐蔽且不易被发现的

攻击形式(间接攻击), 而较少选择较为外显且易被

发现的攻击形式(直接攻击)。因此, 两类信念与两

类攻击之间不仅存在对应的促进路径, 还存在非对

应的抑制路径, 属于“不完全的特异性”, 这是本研

究独具特色的发现之一。 
更重要的是, 本研究发现直接规范在气质与两

类攻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间接规范在教养方式和

气质与攻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来说, 在具有

统计学意义的七条中介路径中, 有三条路径(意志

控制抑制个体对直接攻击的认可进而减少直接攻

击、感觉寻求促进个体对直接攻击的认可进而增加

直接攻击、感觉寻求促进个体对直接攻击的认可进

而减少间接攻击)有助于直接阐明气质作用于两类

攻击的机制。其余四条路径(意志控制抑制个体对

直接攻击的认可进而促进间接攻击、愤怒挫折促进

个体对间接攻击的认可进而减少直接攻击、愤怒挫

折促进个体对间接攻击的认可进而促进间接攻击、

权威教养抑制个体对间接攻击的认可进而减少间

接攻击)属于“不一致中介效应” (MacKinnon, 2008), 
即这些教养方式和气质维度对攻击的直接效应与

间接效应方向相反。这类“不一致中介效应”表明, 
某些教养和气质维度不是攻击行为的单纯“促进

者”, 也不是单纯的“抑制者”, 而是攻击行为的“促

进－抑制者”。因此, 必须全面和辩证地看待这些维

度在个体发展中的“两面性”作用, 藉此才能确切把

握变量关系的复杂性。 
总体而言, 本文中介效应的发现具有一定的理

论意义：该结果初步揭示了教养方式和气质作用于

攻击行为的具体过程和机制：教养方式部分通过间

接规范影响间接攻击, 而气质则部分通过两种信念

影响两种攻击(其中对直接攻击影响更大)。同时 , 
该结果支持了“一般攻击模型”的基本观点, 即认知

因素是环境和个体特征与攻击之间的重要中介变

量(Anderson & Bushman, 2002)。实际上, 规范信念

作为远端因素(如玩暴力电脑游戏)影响攻击行为的

重 要 中 介 在其 他 研 究 中也 有 所 报 道 (Zhen et al., 
2011)。因此, 在今后的攻击预防和干预工作中, 不

仅可以从教养方式和气质特征入手, 还应重视攻击

信念等认知系统的作用, 特别是既要认识到降低个

体对某种攻击形式的认可可以减少该类攻击, 又要

认识到此种做法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促进个体更

多使用其他攻击形式)。 
4.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某些局限性。首先, 尽管建立在

理论基础之上的横断研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但横断研究尚不能确立因果关系, 今后可采用实验

研究和追踪设计来检验本研究的发现。其次, 由于

受条件限制, 本研究未能综合运用多种不同方法而

是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来收集数据资料, 变量间的

关系可能归结为共同方法偏差。因此, 为了尽可能

减小这种偏差, 我们在问卷设计阶段特意将具有相

似测量内容的问卷(如攻击信念和行为)分开, 并且

适当变换问卷的指导语、计分方式、反应语句等。

在数据回收后, 我们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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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法偏差是否严重进行了统计确认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检验结果表明, 
共同方法偏差的威胁可能并不严重(17 个因子特征

值大于 1,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小于 40%的

临界标准)。另外, 我们还专门针对攻击信念和行为

可能存在混淆作用进行了两种分析。一是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 攻击信念和行为的相关系数并不太

高。二是验证性因子分析。若设定相应攻击信念和

行为的题目从属相同因子, 则模型拟合显著恶化。

因此, 尽管无法完全排除这种混淆作用, 但可以认

为这种混淆可能不那么严重。尽管如此, 在未来的

研究中, 若能结合其他方法来评价这些变量, 则可

以使研究更完善。最后, 本研究只考察了母亲教养

方式, 尽管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具有相当的一

致性(Hart et al., 1998), 今后仍需纳入父亲教养方

式, 探讨父母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教养方式(权威、专

制、纵容)对直接攻击独特效应不显著, 气质(意志

控制、愤怒挫折、感觉寻求)对直接攻击有独特效

应; 教养方式(权威、专制、纵容)和气质(意志控制、

感觉寻求)对间接攻击均有独特效应。(2)教养方式

(权威、专制、纵容)与直接攻击的联系显著弱于其

与间接攻击的联系, 而气质(愤怒挫折、感觉寻求)
与直接攻击的联系则显著强于其与间接攻击的联

系。(3)两类规范信念与两类攻击具有不完全的特异

性联系, 而且直接规范在气质(意志控制、感觉寻求)
与两类攻击之间有中介作用, 间接规范在教养方式

(权威)与间接攻击、气质(愤怒挫折)与两类攻击之

间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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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th aggression is a worldwide public health problem. Understanding the antecedents of aggression is the 
precursor of any successful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A large body of literature shows that parenting styles 
and tempera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ggressive behaviors in adolescence. Howev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among these variables is limited in several ways. First, there is a paucity of research that examines 
the unique 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temperament on aggression. Second, work is needed that distinguishes 
different forms of aggression (i.e., direct vs. indirect aggression) and examines the similarity of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antecedents of these behaviors. Third,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not clear abo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tempera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1) the unique and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temperament with 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in adolescence; 2) whether adolescents’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or temperament, and 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Participants were 66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an age = 14.14 years, 364 females) recruited from a 
southern province in mainland China. In schoo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 Early Adolescent Temperament Questionnaire (Revised Version, Short Form), and Aggressive 
Beliefs and Behaviors in Adolescence Scale. 

Multiple an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a) parenting styles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and permissiv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irect aggression, while temperament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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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ful control, anger/frustration, and sensation seeking) were uniquely associated with direct aggression. In 
contrast, parenting styles and temperament were both uniquely associated with indirect aggression. (b) Parenting 
styles were more strongly related to indirect aggression than to direct aggression. However, temper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ger/frustration and sensation seeking) were more strongly related to direct aggression than to 
indirect aggression. (c)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direct aggression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empera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while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indirect aggression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tempera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In conclusion, parenting styles are to some extent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indirect aggression, whereas 
temper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re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direct aggression.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are important media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temperament, and aggression in 
adolescence. 

Key words  parenting styles; temperament; normative beliefs; direct aggression; indirect aggression; 
adolescents 


